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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在实践中，政府开始转向凯恩斯主

义的政策措施以避免经济崩溃；在理论领域，赞同新古典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先前

已经摒弃的凯恩斯主义给以了不情愿的关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与选择发展道路时不得

不以重视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同时发生。现在，有将凯恩斯财政政策与环境

目标结合起来形成“绿色凯恩斯主义”的巨大可能性。 
 

    但在凯恩斯理论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之间也还有一些冲突。传统凯恩斯理论是增长导

向，而生态经济学强调对增长的限制。应对衰退所需的经济扩张政策与减少资源和能源使用

及减排目标不一致。另外，长期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对扩张的财政政策造成威胁。本文从

实践和理论上探索了绿色凯恩斯主义的可能性，并指出可以解决这些明显的矛盾，而且绿色

凯恩斯政策对经济萧条和全球环境威胁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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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凯恩斯主义：超越正统的增长范式 

Green Keynesianism: Beyond Standard Growth Paradigms 
Jonathan Harris 

 

1、凯恩斯理论视角的重新解释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Keynesian Vision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学会的最突出的错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

和收入的武断而不公平的分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通论，1936 
 

我们把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混乱之中，跌跌撞撞地来控制一台精致的机

器，我们并不明白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结果是我们的财富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很可能是长久的消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0 年的大萧条，1930 
 
 

凯恩斯主义仍然是我们理解衰退和萧条的最好框架。 
                ——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为何做得那么差？2009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而来，凯恩斯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实际上，政府转

向凯恩斯政策以避免经济的崩溃。在理论界，赞同新古典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开

始勉强地关注以前被摒弃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克鲁格曼

提出，“这些争论不仅仅涉及 75 年前凯恩斯努力克服的同样问题，令人沮丧地，

我们又回到 30 年代所包含的大部分问题。”（Krugman, 2011） 
 
凯恩斯的“巨大的混乱”似乎很适合面临 2007-2009 年事件时困惑而惊恐的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处理不充分的复苏和可能的二次衰退时，上述情形仍

然持续存在。考虑到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对了解很少的生态系统的广泛伤害，生态

经济学家可能也会以不同的感觉认识到，用笨拙的方法去接近一个精妙的平衡机

器这一概念。但是，凯恩斯建议的通过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重建总需求和经济信

心的补救措施，能否在更为生态化的意义上进行解释？ 
 
在公开的辩论中，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对重要环境问题产生了叠加效果。但

是，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获得了什么样的紧迫性？在过去的几年里，有科学

证据支持的由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变得更加强劲、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更大、科

学家碳减排的建议更加强烈。随着人口跨过 70 亿这个标志性数目，水短缺、物

种灭绝、海洋污染和渔业衰退，以及很多其他问题已经变得更加紧迫。当我们进

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些问题如何与宏观经济现实的认识转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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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前经济危机开始之前，我建议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最初由 Daly

（Daly, 1991a and b, 1996）提出的环境宏观经济学之间进行综合： 
 
凯恩斯没有关注生态可持续性问题，但是从目前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立

场，我们确信有理由将环境退化作为 “突出的错误”包含在经济系统之中。在

21 世纪，实施雄心勃勃的社会投资计划和调整宏观经济迈向可持续性对保护经

济系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需要转变传统的宏观经济学。（Harris, 2009） 
 
为了探索这种综合是否可能，在了解政策措施之前，重新思考凯恩斯关于诸

如衰退和萧条这种导致经济破坏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凯恩斯反对基于价

格和工资调整而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古典概念。但在他的视野之中，最关键的因

素不是经常被认为的市场不完善或“粘性”价格。这些也许起作用，但凯恩斯所

强调的中心是，尽管已经失去许多他后来的追随者和倡导者，是由于当前和未来

之间的不确定的联系导致投资本质上的不稳定。 
 
有效市场的理论依赖于完全信息的市场条件——也许即使在当下也不可能。

而对未来的完全信息肯定不可能。这就是产生泡沫、繁荣与萧条，非理性的乐观

与悲观的原因。目前的投资是基于目前的价格和对未来的预期，但预期的变化，

可能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投资的改变能够使总需求产生自我强化的循环，导致长

期的扩展或萧条。因此，很明确，政府需要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这里再次与生态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有一个有趣的平行。资源管理的关

键问题之一是对长期资源保护进行不适当的市场刺激。类似地，市场机制对其影

响随时间而加强的累积性污染物也没有多少作用。这些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从个

别具体的资源转变为宏观层面的全球气候变化、渔业衰退、地下水耗竭等等。很

明显，无论市场处理短期资源有效配置的效果如何，它明显不能平衡短期（静态）

效率与长期（动态）效率。政府政策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避免资源的过度利用以维

护长期的资源和环境平衡。 
 
如果目前的经济危机迫使重新评价主流经济理论以市场为基础、最小化政府

干预的方法，似乎有必要将传统凯恩斯主义和环境批评两者都纳入考虑范围。改

进后的方法可能会是这样： 
 
经济固有的不稳定性和许多经济结果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不一致，意味着

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容易受到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资源与环境退

化的伤害。这使政府干预以稳定经济系统和保护基本生态功能成为必要。 
 
在考虑政府适当干预的政策方案时，货币干预是不够的。虽然中央银行的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经济波动，但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局限之一是凯恩

斯的“流动性陷阱”——中央银行没有能力把利率压低到零以下，或者确保另外

的货币储备将会扩张总需求。（纽约时报的最近一篇文章对当前这种现象有一个

清楚的说明，“在人们很谨慎的时期，银行充满了现金。”1）另外一个是货币政

                                                        
1 根据这篇文章，“目前，银行家有一个奇怪声音问题：他们被现金打湿。通常来说，在一个更为健康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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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无力直接创造岗位，或者说不能对环境投资进行干预。由于这些理由，财政政

策是必要的，需要特别关注充分就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货币政策应

该用来既确保实现这些财政干预目标，又要促进适当的货币流动性和价格稳定这

些传统货币目标。 
 
就像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原理所描述的那样，直到现在，按主流经济

学的一致认识，这清楚代表着异端邪说 2。但是，正如注释中所说的，这种一致

的看法现在碰到了严峻的问题，也许过时了。这为新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创造了

一个大好机会——它是一个回复到某些传统凯恩斯原理的“旧的”、但却结合了

21 世纪生态现实的“新的”宏观经济学。它为处理当代经济中的某些重要问题

提供了机会，包括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平、不适当的基础设施投资、

化石能源依赖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这个改进了的方法对是否或什么时候需要限制宏观经济增长——Daly提出

的最优宏观经济规模概念——没有给出最后的回答。然而，它确实为在宏观经济

学中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25 年前，Daly 首次提倡走向稳态经济

（Daly, 1973），但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根本没有认真对待他的观点。改进的宏观经

济学将吸收稳态的可能性，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从目前以增长为导向的宏观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转变 3。 
 

2、一个改进的凯恩斯理论方法 
A Revised Approach to Keynesian Theory 
 

在以前的文章中，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长模式的替代选择，我提出新的细分总

需求的各主要部分（Harris, 2007, 2009）。特别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这三个

主要部分可以划分为代表物质产品、服务、资源密集型的亚类和资源节约型投资、

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投资亚类。 
 
这个想法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区分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宏观经济总量——资

源密集型消费和投资、能源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和随时间扩展而没有负面环境

后果的宏观经济总量。后者包括大量的健康、教育、文化活动和资源与能源节约

型投资。结论是，还有大量的经济增长空间集中在后面这些没有资源通量 4增长，

并且有害通量（如碳密集燃料）随之显著下降的类别。 
 
一个改进的宏观经济学细分类别大致如下 5： 
 
Cg = 非耐用消费品和能源密集服务的消费 
Cs = 人力资本节约型服务的消费6                   

                                                                                                                                                               
境中，存款的流入将会用于支持新的商业企业、扩展计划和家庭购买。但是，在今天脆弱的经济中，大部

分新注入的资金，很少能刺激增长。”（纽约时报，2011.10.25） 
2 有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这种非主流的观点。见 Goodwin et al., 2009. 
3 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 Harris, 2010. 
4 通量，是 Daly 引入的一个术语，指资源投入和废弃物输出的综合过程。 
5 分类和等式改编自 Harri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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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 耐用消费品投资 
 
Ime = 能源密集型人造资本投资 
Imc = 能源节约型人造资本投资 
 
In = 自然资本投资7

 

Ih = 人力资本投资 
 
Gg = 政府对非耐用品和能源密集服务的消费  
Gs = 政府对人力资本密集服务的消费 
Gme =政府对能源密集型人造资本的投资 
Gmc =政府对能源节约型人造资本的投资 
Gn = 政府对自然资本的投资 
Gh = 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这些分类是概念化的，没有对应着现在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类别。然而，这的

确与大量“绿化”国民收入核算的文献产生一致的效果，这种“绿化”类似地在

社会或环境的有益GDP和有害GDP类型之间进行了区别。 
 
这样，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方程可以重新表述为： 
 
(1) Y = C + I + G + (X - M) 
(2) Y = [Cg + Cs + Cm] + [Ime + Imc + In + Ih ] + [Gg + Gs + Gme + Gmc + Gn + Gh ] + 

(X – M) 
 
虽然生态原理意味着限制 Cg, Ime, Gg, 和 Gme，而方程中的其他项目可以随

时间推移而没有明显的环境负面影响，在自然资本和能源节约型投资情况下，的

确有积极的效果8。这个方程可以重新整理，以区别出我们希望限制的和鼓励的

宏观经济总量： 
 
(3) Y = [Cg + Ime + Gg + Gme] + [Cs + Cm + Imc + In + Ih + Gs + Gn + Gmc + Gh] 

+ (X – M) 
 
为了满足可持续性标准，第一个括号中的项目应该稳定或随时间推移而减

少，但第二个括号中的项目可以扩张。这些类别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是敏感的，因

此，可以选择不同的操作来达到理想的结果。 
 
关于政府支出项目，这些无疑是财政政策的领域（下面会更多讨论）。投资

类别会对各种税收、其他刺激以及对某些部门优先提供信贷作出反应。消费类别

                                                                                                                                                               
6 在 GDP 核算中，“服务”这一术语指许多各种不同的服务，包括健康保健、教育、信息服务，以及交通

运输、公共设施服务。这里进一步把服务分为能源密集的类型如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类型如教育。 
7 自然资本这个概念是由生态经济学就提出，以强调健康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生产和人类福利的重

要性。自然资本投资保护和改善这些资源的功能——例如保护森林和湿地、或恢复土壤。 
8 并非所有的服务都是环境友好的，但是许多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保健一般比商品生产的环境影响要小。此

公式也假定投资于自然资本是明智的管理；例如，人工林代替天然林并不被看作是投资于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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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特别是碳税或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化石能源

和化石能源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同样，有利的活动可以通过补贴或税收抵

免而受鼓励。 
 
关于国外部门的项目，这里还保留传统的形式。当然肯定能把进出口类别细

分成较小的类型。影响这些项目的贸易政策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例如，如果一

个国家“更绿色”的生产被从国外进口的能源或碳密集产品所抵消，那就需要关

税或者是全球协调的某种政策来防止“泄漏”。没有探究这个问题的细节，只能

简要说明需要贸易政策来补偿完善“绿色凯恩斯主义”政策。这很可能需要对

WTO的一些指导方针做重大修改，以防止环境事项成为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3、绿色凯恩斯主义和当前的危机 
Green Keynesianism and the Current Crisis 
 

对开始于2007-8年的这个危机的一种解释是，全球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

增长的极限。这种观点由理查德.海英伯格（Richard Heinberg，2011）这样的分

析者提出。海英伯格这样总结这个情况：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经济增长已经完结。我们谈论的经济增长是经济规

模……..以及流过这个经济的能源和物质产品数量的扩张。开始于2007-2008年的

这个经济危机既是可以预知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它标志着与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永

久而根本的决裂——过去几十年是经济学家接受了永恒的经济增长是必须的也

是可实现的这种不切实际看法的一个时期。现在，对不断的经济扩张存在着一些

根本的障碍，全世界都与这些障碍产生冲突（Heinberg, 2011, p. 1-2）。 
 
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它把两个大相径庭的停止经济增长的原因合并在一起。

一个是基于生态限制。对于了解自Daly提出重要的宏观经济极限理念以来生态经

济学的讨论的人来说，这些争论是非常熟悉的。今天，其最有紧迫性的表现，正

如我所强调的，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 
 
一方面，科学家警告如果碳排放持续未加抑制则具有的潜在灾难；另一方面

是排放稳定增加的政治经济现实。认知上的断裂，决定了21世纪的突出经济问题。

而在碳排放急剧减少期间，经济增长能持续吗？（Harris, 2009, p. 169） 
 
限制增长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金融。根据Heinberg： 
 
由于现存的货币、银行和投资系统对调节资源稀缺性和高耸的环境成本的无

力导致的金融的破坏——以及他们无力（在经济萎缩背景下）维护过去几十年已

经形成的庞大的政府和私人债务（Heinberg, 2011, p. 2-3）。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与资源稀缺性和环

境限制没有多少关系。私人和政府债务的管理肯定是这些危机的重要特征，但是，

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萧条确实没有造成和加重美国的债务和违约问题，也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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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欧洲有任何明显的环境问题。恢复增长的失败也不在于环境因素。2006年以来，

石油和商品价格确实有一定的增长，但2008年以来价格趋势是变化的，而且作为

衰退的结果，总体上有一些下降。 
 
增长持续疲弱或者二次衰退的真正原因在于金融。美国银行系统还没有从

2007-2008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所以，尽管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努力扩张信贷，

信贷仍然很紧。只要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合，它的作用

就很有限（如上面说明，这是凯恩斯“流动陷阱”）。在欧洲，问题还与有意的政

策错误有更多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紧缩政策和欧洲中央银行不愿意提供充足

的信贷使债务缠身的国家得以恢复经济，因此加剧了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并恶化

了债务问题。 
 
这些问题和其补救措施，能用长期建立起来的凯恩斯理论进行很好的分析描

述。为了重新启动一个陷入衰退的经济，凯恩斯主义的准则是综合扩张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在美国，在2009-2010年期间是遵从这个方法的，但随着2010年
共和党选举成功，财政扩张政策被高声叫停。这把与衰退抗争的重担全部交给了

货币政策。在欧洲，错误地强调过度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欧洲大陆陷入

衰退的危险（自2011年后期）。因此，经济增长不能恢复的原因，在于错误的政

策方法、以及住房及其他领域不适当的投资规制和过度杠杆化崩溃导致的持续金

融损害。 
 
这不是说资源和环境不重要。但它们现在的影响主要是降低生态圈的质量而

不是限制经济增长。一个很好的理由是，经济增长，至少是资源、能源通量的增

长应该受到限制以防止进一步的生态损害，特别是气候变化（Victor, 2008; 
Jackson, 2009; Harris, 2009 and 2010）。也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来自中国、印度和

其他正在增长的经济对资源需求最终将把资源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到某一点，

以至对增长有显著影响。但是，假定在总体上缺乏通过碳税或相似机制将环境成

本内部化到价格中的政策，目前经济系统对生态损害不敏感，环境限制在大多数

领域还不会起到限制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绿色”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看，区别金融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是至关

重要的。的确，如果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能够提出一个经济走出停滞和高失业的路

线，那么实施这些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如无数分析者指出的那样，持续的高失业

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当前的损失，而且人力资本的损失、政治

崩溃的可能性、和反民主煽动者的出现。1930年代的经验表明，为了创造就业而

选择对民主凯恩斯主义的替换，如罗斯福新政，是民主的崩溃和集权主的义崛起。 
 
但是，即使环境问题不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衰退和失业的解决方案也将

有恶化对环境压力的危险。标准的经济增长的恢复，即使可能，也将增加对化石

能源、矿物原料、水等的需求，意味着更大的生态损害、恶化气候变化的驱动力。

所以，需要或者是不同类型的增长，或者是适应低碳或者无碳的经济增长。这如

何与解决失业问题相一致？ 

4、实践中的绿色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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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Keynesianism in Practice 
 

财政政策是以环境为目标的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内容。正如上面看到的那样，

为了从衰退中复苏，货币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货币政策对有利和有害环境

的GDP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缺乏区别。财政政策可以针对特殊的目标。2009-2010
年奥巴马当局的刺激计划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刺激计划中的一部分是投向

传统类型的支出，如高速公路维护，但相当大的一部分（710 亿美元）是指向绿

色投资，加上另外 200 亿美元的绿色税收刺激 9。 
 
这种政策具有促进就业和推进向环境可持续经济转变的双重收益。按上面划

分的 GDP 类别，这些政策通过公共和私人投资来扩张有益的类别。很容易想象

更大规模的具有这种性质的计划。一个全国范围的重要建筑节能翻新项目，很容

易就是 10 倍于上述的规模。这种刺激计划短期可将美国能源研究与发展的支出

扩大 4 倍。这个数量的恒定增长对促进能源效率和可更新能源的转变方面将具有

巨大的长期收益。 
 
能源决不是有益支出的唯一选择。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富有生产力的投

资形式之一。这种刺激计划有助于避免教师被解雇和其他教育裁员，很遗憾，2010
年以后这些财政政策大部分消失了，导致在州这个层面大范围的教师裁员。在这

个时代，9%的失业率意味着什么？扩大教师雇用和激励年轻人进入教学工作的

计划无疑更有意义。 
 
绿色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欧洲的例子出现在葡萄牙，其以政府主导的从化石能

源向可更新能源的转变给人印象深刻，葡萄牙电网的可更新能源供应从 2005 年

的 17%增加到 2010 年的 45%10。这包括投资 220 美元用于输电网络的现代化和

开发风与水力发电设施。通过欧洲碳信用额度，葡萄牙将获得一定补偿，以及通

过避免天然气进口每年节省大约 23 亿美元。可惜，尽管长期收益是清楚的，目

前欧洲单方面强调紧缩政策使得这种环境友好、创造就业的项目不大可能。这也

提出了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从财政的立场看，绿色凯恩斯主义是否可持续。什

么是“绿色扩展政策”的限制？ 
 

5、对绿色凯恩斯主义的潜在限制 
Potential Limits to Green Keynesianism 
 

（1） 赤字与债务 
作为衰退解决方案的凯恩斯主义扩展政策，其主要的平衡力量（main 

counterweight）来有关自赤字与债务的争论。最极端的是新古典的主张，声称政

                                                        
9 特殊细目支出包括：联邦政府建筑物和国防部设施的能源效率（87 亿美元）、智能电网基础设施（110 亿

美元）、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能源和自然保护津贴（63 亿美元）、房屋节能改造援助（50 亿美元）、能源效率

和可更新能源研究（25 亿美元）、先进电池制造（20 亿美元）、风和太阳能项目的贷款担保（60 亿美元）、

公共交通和高速铁路（177 亿美元）、环境清扫（146 亿美元）、以及环境研究（66 亿美元）。见 “U.S.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includes Billions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http://environment.about.com/od/environmentallawpolicy/a/econ_stimulus.htm 
10 “葡萄牙进行了清洁能源大转变”。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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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赤字支出对刺激经济完全无效——仅仅是取代了私人的支出。这种观点看来

被 2009-2010 年的刺激计划所驳倒，该计划明显有助于填补自 2008 年暴跌以来

不断扩大的总需求。根据Alan Blinder and Mark Zandi最近的分析，积极的联邦政

策行动（包括上述讨论的绿色投资）“或许避免了号称为大萧条 2.0 版本的情

况……没有政府的应对，GDP将比现在低 11,5%，就业人员少 800 万个，国家将

正经历通货紧缩。”11 
 

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逐渐上升的赤字和债务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或欧洲

式的主权债务危机。当然，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增加债务负担。但在经济衰退期，

成功的扩张政策通过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收入实际上降低长期债务。正如保罗.
克鲁格曼指出的，“假如政府用借入资本购买有用的物品如基础设施，真实的社

会成本非常低，因为支出将会把闲置的资源投入使用（使债务人支付债务），债

务不能医治债务的说法是错误的。”（Krugman, 2011）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起因于欧洲央行不愿意为债务筹资

而使负债人恢复。相反，紧缩政策使债务更难管理并威胁到大范围违约和金融灾

难 12。在危机和经济崩溃隐约出现的情况下，关于道德风险和奖励无远见的行为

的争论不得不退位于恢复经济健康和充分就业的迫切需要——这只能通过扩张

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这种做法的危险——实际上是一定程度的通货膨

胀——与规模巨大并不断蔓延的经济下滑（差不多是行动失败导致的大萧条的规

模）前景比较，则不足为道 13。 
 
相似地，在美国对债务消减的关注破坏了用进一步刺激支出支撑仍然微弱的

经济的能力。正像 1937 年，取消联邦支出以适应财政谨慎的要求，正好使经济

陷入了二次衰退。而管理支出、收入增长和使预算接近平衡都与长期目标相配，

凯恩斯称之为“财政观”的在衰退期间力图平衡预算的做法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实际上恶化长期债务问题。相反，政府借用额外的储蓄投入使用，以形成长

期的收入增长。区别债务管理中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将

要讨论的，长期把债务控制在一个可控水平符合绿色凯恩斯主义。 
 
（2） 环境对增长的限制 

    赤字支出的短期要求是经济增长以产生就业和收入，但生态经济学家指出，

我们不能永远增长下去，因此不能依靠增长来支付债务。毫无疑问，存在长期的

增长极限。但这主要是对通量的增长（能源、资源的增长以及带来的废弃物流）。

在服务、人力资本、环境基础设施、可更新能源、以及其他有益的领域有大量增

长空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形式的增长是劳动密集的、可促进就业（例如，有

机农业一般是更加劳动密集的，所以从高度机械化和对化学依赖的农业的转变有

可能增加就业）。 
 
    在长期，有更生态化的情况适应稳态经济（Daly 1991b, 1996）。但我们不

需要有 9%失业率的稳态！促进就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正如 Peter Victor 已经指
                                                        
11 Blinder and Zandi, 2010. 
12 “German Fears about Inflation Stall Bold Steps in Debt Crisis,” New York Times Dec. 2, 2011. 
13 “New Reports Warn of Escalating Dangers from Europe’s Debt Crisis,” New York Times Nov. 2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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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鼓励更短的工作周的劳动市场制度能以较少的能源和资源通量提高就业

（Victor, 2008）。 
 
    如果经济达到了减少债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的水平，有许多选择符合绿色凯

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箱包括紧缩的也包括扩张的措施，这些措施也

能用于环境目标，特别是对环境坏品或高收入群体征税。这样的政策可能包括：

限制不必要的保健支出和高额行政成本的健康医疗改革；部分按人头返还的碳税

政策，在产生收入的同时改变化石能源并保护或改善收入公平；对高收入者和资

本收益征收更高税收（消除布什时代的减税将消除美国大半以上的预计赤字）14。 
 
最有压力的环境限制是急剧减排的需要（Harris, 2009）。理论上，实施稳定

增长的碳税或与此相当的政策减排没有障碍（Ackerman and Stanton, 2011）。碳

税或拍卖碳许可证的收入可以用于大量的与环境和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用途，包

括：按人均返回的碳税促进收入公平和消除能源税的累退效应（Boyce and Riddle, 
2009）、研究与发展津贴、可更新能源、以及能源效率（这通过减少能源成本间

接地有利于低收入消费者）、如果给以优先考虑还可以直接减少赤字。由于碳税

或相似的政策导致更高能源成本将限制传统的能源密集型的增长，但不会明显地

影响人的服务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将促进能源效率和能源替代的投资。 
 
（3） 政治障碍 

    实施绿色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或环境的限制，也不是赤字或

债务。恰恰相反，是广泛持有但却是错误的认识的限制，即所谓政府行动是问题

而不是解决方案。在美国，这种认识表现为相信奥巴马的经济刺激“失败”和纳

税人为华尔街救助计划付出巨大代价。这种信条（受经济学界更保守成员的强烈

支持 15）要为 2010 年美国政治转向右倾以及随后关注减少赤字和消减政府支出

负主要责任。但这种信条与事实没有多少关联。 
 
   上面已经看到，经济刺激保护或创造了 850 万个就业岗位（Blinder and Zandi, 
2010）。 联邦政府支出或减税的总成本是 7870 亿美元，这算起来是大致每个职

位 92000 美元。但即使这个数字也太高，由于这些刺激也支付实际的基础设施投

资，它们转化为长期的经济收益（正如上面提到的，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特殊的

绿色投资）。就这种可供替换的选择而言——许多负乘数效应迫使美国和世界经

济陷入衰退的条件——这看起来像便宜货。刺激不够大以克服 2008 年暴跌产生

的巨大影响这一现实，支持更大而不是更少的刺激；但失业居高不下的事实导致

许多人的看似常识但却是错误的结论：刺激计划失败了。 
 
    即使备受争议的银行和工业救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是良好的投资。到目前为

                                                        
14 Kathy Ruffing and James R. Horney, “Economic Downturn and Bush Policies Continue to Drive 
Large Projected Deficit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May 10, 2011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3490 
15 例如，见 Allan H. Metzler, “Four Reasons Keynesians Keep Getting It Wrong,”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8, 2010. Metzler 说“政府支出不能带来经济复苏……布什和奥巴马超过5千亿美元

的支出衰退和超过9%的失业徘徊”，并建议消减政府支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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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纳税人还没有为刺激或救助支付一分钱。实际上，税收已经显著地下降，已

经到了自 1950 年代以来没有见过的水平。大多数的救助金已经偿还，政府从多

数救助金中赚了利润 16。汽车工业救助计划从萧条中拯救了密斯根和大多数的美

国工业，其最后的净成本几乎是零（自 2010 年中，860 亿美元中 740 亿美元已

经偿还）17。 
 
    所以，好的政治口号不一定是好的经济学。当然，政府财政政策很可能包含

无效率和浪费。但政府行为必定糟糕这样的认识低估了我们应对经济和环境危机

的能力。另外，美国政治体系对包含任何税收（除非后面跟随消减）一词的敏感

反应，大大限制了明智的财政政策。克服这些政治障碍可能是困难的。但是经济

学家不应该认可这些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危机、衰退和债务面前我们无

能为力。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明智组合有巨大的潜力对失业和包括碳减排的环

境优先顺序做出反应。我们需要扩张而不是收缩凯恩斯的工具箱以响应 21 世纪

经济与环境问题的综合。 
 
 

6、充分就业、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的政策 
Policies for Full Employment, Climate Stab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目的在于综合环境与经济的绿色凯恩斯主义政策组合的目标会是什么样？ 
存在很多选择，但这里是一些可能的选择： 

 
△ 增加公共部门的雇员：教师、警察、交通与公园的工人等等；   
△ 由公共资金支持但由私人承建的大规模建筑更新改造； 
△ 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并伴随着更高水平的教育投资（如 1950 年代的人造

卫星推进科学教育）； 
△ 主要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投资，部分由公共投资、部分激励私人投

资； 
△ 公共交通系统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 碳税或相似政策（拍卖方式的限额与贸易）； 
△ 碳税收益循环用于能源效率、可更新能源和累进性的返还； 
△ 基础设施投资——高速铁路、公共交通系统、绿色建筑； 
△ 汽车、机械和建筑的效率标准； 
△ 能源效率投资的优先信贷或津贴； 
△ 金融改革与再监管，包括在基础银行与风险投资之间的类似格拉斯.斯蒂

格尔 18（Glass-Steagall）法案（另外一个凯恩斯理论的先例）； 

                                                        
16  “As Banks Repay Bailout Money, U.S. Sees a Profit,” NYT Aug 30, 2009. 
17 “Government could recoup most of auto bailout funds,” Detroit Free Press, July 25, 2010 
18
上世纪大萧条后，美国出台格拉斯法案（Glass-Steagall），在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构建一个防火墙，

从此以后六十年美国金融没有出大问题。1933 年实施的确定分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Glass-Steagall)到 1999 年被废止后，本来应不可避免的出现合并大潮，但由于所有人都忙于追逐唾手可

得的利润，合并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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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范围： 
 

△ 投资于效率和可更新能源的全球投资基金（象世界银行但只专注非碳能

源）； 
△ 协调工业化国家的限额交易计划与发展中国家的碳信用，包括农业与林

业； 
△ 效率和可更新能源的技术转让，对最不发达国家放弃知识产权和 WTO

津贴规则； 
△ 对地方性的太阳能、风能、生态保护等等的小额信贷。 
 

对理论和政策重新调整的需要，要求转变那种到最近还标榜为现代经济

学的狭隘视角。这些可供使用的工具，来自于传统凯恩斯主义和现代生态经

济学的视野，能够指导社会动员人力资本和技术对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作

出响应。主要的困难不在于实践的挑战（尽管很大），而在与克服限制经济

理论和政策视野的思想习惯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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